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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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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侃 理

　　摘　要：京房的 《易》阴阳灾异论在中国古代灾异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所依据的卦气说属于 《易》阴阳之学的一种，学术渊源可以上溯至西汉中前期。

京房将数术占验之学与 《易》结合起来，使他的灾异论具有较为明确的规则和方
法，比董仲舒的理论更为学理化。虽然京房灾异论数术色彩浓重，但他的灾异预
言和预言灾异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京氏所著 《易传》的内容也
表现出鲜明的儒家价值取向。京房的灾异论以 “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
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以及刘向、刘歆父子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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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①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３１６页。

②　杨雄：《法言·渊骞》，汪荣宝：《法言义疏》１７ 《渊骞》卷第１１，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４５０页。

③　案 《汉书》卷５６ 《董仲舒传》，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胶西相。（参见第２５２３、２５２５页）

④　参见 《汉书》卷７５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第３１９４—３１９５页。

中国古人将灾异看作天意的表现，认为它是天对人事不善的谴责，或者预示着人事的凶祸。

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解释灾异与人事关系的学说，对古代思想和政治颇有影响。

西汉大儒京房的 《易》阴阳灾异论，是这一系列学说中十分重要的一种。
《汉书·五行志》汇集了汉代人关于上古秦汉以来灾异的解说。它的序文概述灾异学说的起

源和发展史，说：“昔殷道弛，文王演 《周易》；周道敝，孔子述 《春秋》，则 《乾》 《坤》之阴
阳，效 《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① 作者认为，《周易》、《春秋》和 《尚书·洪范》

一起构成了 “天人之道”的三大理论支柱。这三大支柱都是儒家经典，在西汉各有代表人物。

杨雄在 《法言》中列举西汉一代的名望家，“灾异”一科有 “董相、夏侯胜、京房”。② 其中 “董
相”即董仲舒，③ 他与夏侯胜分别是 《春秋》、《洪范》灾异论的宗师。第三位即本文所要研究的
京房，他是 《易》学灾异的代表。

京房活跃于汉元帝时期。班固列举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元、成时最重要的人物中就有
京房。④ 《汉书·五行志》中引述京房 《易传》达百余条，称引次数不亚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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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足见他在灾异学说史上的地位。清代以来，学者对京房著述有过一些辑佚和研究，① 但数
量和质量都远不能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现存的京房著作真伪混杂，

未经整理，文献不足征；另一方面是京房灾异论数术色彩尤为浓重，他本人后来也被占卜者奉
为祖师。数术家的形象，掩盖了京房的思想和政治立场，使之难以引起历史研究者的关注。② 然

而，仔细阅读 《汉书·京房传》，不难发现后人赋予他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上，京房的
《易》阴阳灾异论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应该置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中重新认识。

本文的目的，是深入研究京房 《易》学的学术背景，分析京房灾异论说的具体内容，比较

其于董仲舒灾异论说的异同，从而揭示它的学术取向和历史地位。这一研究，还将重新认识灾

异论中 “儒家之道”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为理解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参考。

一、京房与 《易》阴阳的学术背景

京氏 《易》学在西汉官学中独树一帜。《汉书·儒林传》云：“刘向校书，考 《易》说，以

为诸 《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③ 西汉元帝以后，《易》

学立于学官的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前三家的创始人施雠、孟喜、梁丘贺，都是田王孙

的学生。梁丘贺此前还曾受 《易》于太中大夫京房，④ 这位京房是杨何 （字叔元）的弟子，杨何
的老师王同又与田王孙之师丁宽 （号丁将军）同事田何。三家 《易》归根结蒂都出于田何，大

义相同，故 《汉书·儒林传》云 “要言 《易》者本之田何”。⑤ 这一系重义理，轻卜筮，是西汉
《易》学的主流。京氏 《易》学则在主流之外。《汉书·京房传》云：“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
也。治 《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

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⑥ 京房 《易》学源自焦延寿，特长在于说灾变。其法将一年

中的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分配入 《易》六十四卦，大体每卦主六又八十分之七日，然后以
一段时间内的气候气象变化与所主之卦代表的阴阳消息相对比，据以占验吉凶。

这种方法的来源，据称得自孟喜。《汉书·儒林传》：“京房受 《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

从孟喜问 《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 《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焦延寿
自称曾向孟喜请教过 《易》学，京房便以为其学即孟氏学。《汉书·艺文志》“易家”有 《孟氏

京房》、《灾异孟氏京房》两书，盖即京房所著而自题 “孟氏”，标榜其学所出。然而，孟喜的两

位嫡传学生翟牧和白光都不承认京房所称是孟氏学。《汉书·儒林传》亦云：“党 （倘）焦延寿
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⑦ 可见焦、京一系的 《易》学与立于学官的孟氏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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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王保训辑录 《京氏易》８卷，收入李盛铎 《木犀轩丛书》。对京房灾异论说的研究主要有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卷８ “京房传”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１页；武田时昌： 《京房の

!異思想》， 中村璋八编： 《纬研究论丛———安居香山博士追悼》， 东京： 平河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 第

６６—８４页； 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从哲学史、思想史或经学史角度对京房的研究并不少见，但它们多数是根据传世的 《京氏易传》讨论
京房的象数 《易》学及其哲学思想，而不关心京房 《易》学与灾异论和政治的关系。然而，今本 《京
氏易传》很可能并非京房所传，相关研究的文献基础不是没有疑问的，详下。
《汉书》卷８８ 《儒林传》，第３６０１页。

西汉 《易》家有两京房，此是另一京房，为杨何弟子，与司马谈同师，大约活动于武、昭时期。
《汉书》卷８８ 《儒林传》，第３５９７页。
《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第３１６０页。
《汉书》卷８８ 《儒林传》，第３６０１页。



确实不同。因为其学所出不明，班固只好猜测得自 “隐士”。

焦延寿、京房先后攀附孟喜，一是由于孟氏乃儒学世家，名重当时，同时也因为孟喜在
《易》学上确实有过戏剧性的转向，造成了一桩学术公案。《汉书·儒林传》：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从田王孙受 《易》。喜好自称誉，得 《易》家候阴阳灾

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
《易》，饰 《易》文，以为 “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云受

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博士缺，众人荐喜。

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

白之学。①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孟喜 “得 《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于是 “改师法”。赵宾以
“小数书”“饰 《易》文”，即以数术解 《易》，诈称受自孟喜。孟喜顺水推舟承认下来，说明他

改师法后的 《易》学近于数术。第二，孟喜因为 “改师法”不得为博士，他的两个学生白光、

翟牧却能当上博士，说明翟、白二人的 “孟氏学”应已剔除孟喜加入的数术成分，回归 《易》

学主流。成帝时，刘向校书所见的孟氏 《易》已是白光、翟牧之学，所以才会以为它与施氏、

梁丘氏 《易》“大谊略同”。焦延寿是否真的得孟喜之传，我们不得而知。但焦、京说 《易》阴

阳灾变与孟喜之新法类似，故攀附之；孟喜弟子翟牧、白光不从乃师，回归主流，故不肯认，

这些都可以推知。上引文中，赵宾称 “阴阳气亡箕子”，可见其学以阴阳之气说 《易》。所谓
“《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大约也是候阴阳之气以为占验。

京房 《易》学亦以阴阳之气为说。《论衡·寒温篇》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中，

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② 王充描述的京氏 《易》

与孟喜、赵宾 《易》学同类，应无疑问。《汉书》亦云，“京房以明 《易》阴阳得幸于上”。③ 据

此可知，此类以阴阳气说 《易》的学问在汉代有特殊的称呼，以区别于儒家主流的 《易》学，

名曰 “《易》阴阳”。

所谓 “《易》阴阳”，是对结合阴阳五行学说的诸种 《易》学的泛称，京房之学是其中的一

种。京房之前，史籍明载习 《易》阴阳者有昭、宣时期的魏相。根据 《汉书》的记载，魏相
“明 《易经》，有师法”，“又数表采 《易》阴阳及 《明堂月令》奏之”。④ 班固综合这些奏文，撮

要记载下来，使我们今天仍能知其梗概。⑤ 魏相将 《坎》、《离》、《震》、《兑》四正卦分配四方、

四神、四季，与 《说卦》“帝出乎震”章所述卦位相同。⑥ 京房以四正卦分主一年中的冬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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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８８ 《儒林传》，第３５９９页。

黄晖：《论衡校释》卷１４ 《寒温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３１页。
《汉书》卷８０ 《淮阳宪王刘钦传》，第３３１４页。
《汉书》卷７４ 《魏相传》，第３１３７、３１３９页。据陈梦家推测，此奏当在元康中 （前６５—前６２年），参见
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６４页。

参见 《汉书》卷７４ 《魏相传》，第３１３９—３１４０页。
《易·说卦》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
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说
卦》的形成比较复杂。旧说孔子作 “十翼”，近代学者已经不再相信。李镜池认为 《说卦》作于焦延
寿、京房之后，则须以 《史记·孔子世家》遭后人篡改为前提，亦不可信。 （参见李镜池： 《周易探
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３２０页）《说卦》的前几章已见于马王堆帛书 《易·系辞》。李学勤
认为，《说卦》在文、景时期已普遍流传，其说较为合理。（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
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１页）



分、夏至和秋分，也源出于同样的学术传统。魏相又认为四季各有所宜之政，亦可用四正卦表
示，如果政治不合时宜则会导致 “饥”、“华”、“泄”、“雹”等相应灾异。此与 《礼记·月令》、
《淮南子·时则》等相类，属 《明堂月令》之说。 《明堂月令》之说本阴阳家言，后多归入礼
书。① 其中与 《易》学相出入者，有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蓍龟家”著录之 《周易明堂》

２６卷。魏相之学是 《易》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的另一种取向，与京房卦气之学不同。

卦气说见于唐代僧一行 《大衍历议》的记载。② 其大略是将 《坎》、《离》、《震》、《兑》四正
卦外的六十卦，按辟、公、侯、卿、大夫五等爵分为五组，每组十二卦。从每组中各取一卦，

相配五等卦共主一月，更值用事，每卦值六日七分。十二辟卦为本月的主卦，又称 “消息卦”，

同月的其他四卦相应地称为 “杂卦”。十二辟卦与十二月相配的规律，如下表所示：

表１　十二辟卦配月表

月　份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辟　卦 复 临 泰 大壮 夬 乾 姤 遯 否 观 剥 坤

卦　画

从表中可见，十一月到十月所配辟卦中的阳爻经历了有规律的增减过程，由此不难看出十二辟

卦的象征意义。十一月冬至， 《复》卦初爻为阳爻，象征一阳始生，经二阳、三阳，渐次至
《乾》卦全阳；然后五月夏至，《姤》卦一阴生，经二阴、三阴，而至 《坤》卦全阴；于是一阳
来复，又从 《复》卦开始下一轮循环。十二辟卦以其卦象次序，象征一年中阴阳之气的消长。

这种卦气说，是将 《易》与阴阳之气循环消息以成岁的学说相结合而成的。

阴阳之气以成岁的观念，可上溯至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仲夏纪·纪首》云 “是月也，日

长至，阴阳争，死生分”，《仲冬纪·纪首》云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③ 即是说
阴阳二气在仲夏和仲冬之月，也就是夏至和冬至前后，达到临界点，或阳气极盛而阴气将生，

或阴气极盛而阳气将生，故而阴阳相争。可见，阴阳随时节消长的观念，产生不晚于战国末期。
《淮南子·天文》：“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

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④ 其义与 《吕氏春秋》相同，唯以冬至配德、夏至配刑，已

·３７·

京房的 《易》阴阳灾异论

①

②

③

④

参见陈侃理：《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 〈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０年第１辑，第

３６３—３８０页。
《大衍历议》见 《新唐书·历志》所载。其六 《卦议》曰 “十二月卦出于 《孟氏章句》”，学者遂据此称
为 “孟喜卦气说”。《卦议》又云：“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

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新
唐书》卷２７ 《历志三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９８—５９９页）然则 “京氏”卦气说与 《孟氏
章句》不同，但差别只是 “京氏”从 《颐》、《晋》、《井》、《大畜》四卦所值中各取出八十分之七十三
日，分由四正卦值，其余五十六卦均与 《孟氏章句》同。此外，卦气说还见于 《易纬稽览图》，亦大同
小异。（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 （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９—１２０页）学者多
将一行所谓 《孟氏章句》说称为 “孟喜卦气说”，所谓 “京氏”说称为 “京房卦气说”，似乎两者分别
为孟喜、京房二人所持，其间还有可商榷之处，当另文详论。今将诸卦气说一并论之，暂不作区分，

以其大要皆分卦值日，六日七分，各说无异也。

分见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卷５ 《仲夏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６页；卷１１ 《仲冬
纪》，第２４１页。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３ 《天文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８页。



经发展了阴阳消息观念，与当时流行的刑德说联系起来。董仲舒 《阴阳出入上下》所述的阴阳

二气，在一年之中不仅随时消息，而且有左右上下出入的运动，由此造成四季更替，物候变

迁。① 它与 《淮南子·天文》都说明，阴阳消息的观念在西汉武帝时期已十分成熟，并与刑德、

干支方位等范畴产生联系。在这一背景下，其与 《易》学的结合，也就不难理解了。②

《淮南子·天文》又云：“日冬至……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八尺之景修径

尺五寸。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③ 这是在冬至和夏至

日，以正午日影长度测量阴阳之气的强弱胜负。我们知道，二至时，太阳与地球的角度是固定

的，肉眼可见的日影长短差异只是由于测量地点纬度不同或历法不合天所致。古人化简了相关

变量，而设置一个定值，以此为标准观测阴阳之气，今天看来虽不科学，在当时却是合理办法。

日影测量的结果，用于预测一年的气候和灾害，解释水、旱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阴阳灾

变的意义。卦气说以实际气象情况，推测阴阳之气的消息与当值之卦是吻合还是冲突，用之以

说灾异，虽然比日影候气复杂，但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以上考察表明，京房的 《易》阴阳之学和以卦气说占灾异的技术有深远的学术背景。虽不

能确指京房之术在焦、京之前就已产生，但在此前和同时，类似的学说和掌握相关技术的人应

该还有不少。孟喜得到的 “《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小数饰 《易》文的赵宾，还有京房的老

师焦延寿，都表明这一学术传统的存在。据 《汉书·儒林传》，与京房同时或稍晚，还有沛人高

相治 《易》，“专说阴阳灾异”，与京房 《易》学应有相似之处。④ 《汉书·艺文志》“易家”也有

几种书与阴阳灾异有关。《古五子》１８篇，自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说 《易》阴阳。”又有 《杂

灾异》３５篇，姚振宗以为盖即孟喜所得 “《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之类。⑤ 这些学说是战国以来

数术大发展的产物，也是灾异论数术传统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京房灾异论的学术背景。

尽管 《易》阴阳灾变之学早有流传，但在京房之前仅流传于民间，地位很低。所以赵宾和

焦延寿皆攀附孟喜，高相则自称源出于丁宽。这门 《易》学，经过京房的阐发和运用，元帝时

立于学官，才发扬光大。此后，《京氏易》学者甚众，多以言灾异著称。

二、京房 《易传》与以卦气说灾异

《汉书·艺文志》著录京房著作仅 “易类” 《孟氏京房》１１篇、 《灾异孟氏京房》６６篇两

种。⑥ 《隋志》《唐志》著录题名 “京房”或题 “京氏”之书达二十余种。今列表对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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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１２ 《阴阳出入上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３４３—３４５页。

这种结合的开始，或许比我们确切知道的还要更早一些。战国 《易》学已经将阴阳作为最主要的概念，
《庄子·天下篇》云 “《易》以道阴阳”，即是明证。（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卷１０下 《天下第三十
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０６７页）但战国 《易》学中的 “阴阳”是否已经包含二气消息以
成岁的含义，尚不可知。故本文对 《易》阴阳之学的起源，不作更远的推测。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３ 《天文训》，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汉书·儒林传》没有明确说明高相的生卒年代，仅云其子康于王莽居摄时被杀。据此推知高相的活动
年代约当元、成时。若其学确有所受，则产生的时间应该更早。

参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 《二十五史补编》第２册，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５年，第１５３５页下。
《汉志》另有 《京氏段嘉》１２篇，是京房弟子阐述师说。《汉书·儒林传》载京房弟子有 “东海殷嘉”，

即此 “段嘉”，“段”“殷”两字形近，必有一讹。（参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３页）



表２　 《汉志》、《隋志》、两 《唐志》题名 “京房”、“京氏”著述对照表

《汉书·

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经　部 子　部 经　部 子　部 经　部 子　部

《孟氏京房》

１１篇

《周易章句》

１０卷

《周易章

句》１０卷

《周易章句》

１０卷

《灾异孟氏

京房》６６篇

《周易占》１２卷

（注 “梁 《周易妖占》１３卷”）

《周易守林》３卷

《周易集林》１２卷

（注 “《七录》云伏万寿撰”）

《周易飞候》９卷 （注 “梁有

《周易飞候六日七分》８卷”）

《周易飞候》６卷
《京氏周易

飞候》６卷

《周易飞候》

６卷

《周易四时候》４卷
《京氏周易四

时候》２卷

《京氏周易四

时候》２卷
《周易错》８卷

（“《周易大义》１

卷”注曰梁有）

《周易错卦》７卷
《京氏周易

错卦》８卷

《周易错卦》

８卷

《周易混沌》４卷
《京氏周易

混沌》４卷

《周易混沌》

４卷
《周易委化》４卷

《周易逆刺占灾异》１２卷
《周易占事》１２卷

《风角要占》３卷

（注曰梁８卷）

《风角五音占》５卷 （“《五

音相动法》１卷”注曰梁有）

《风角杂占五音图》１３卷

（“《风角杂占五音图》５卷”

注曰梁１３卷，京房撰，翼奉撰）

《逆刺》１卷 《逆刺》３卷 《逆刺》３卷
《方正百对》１卷
《占梦书》３卷

《京君明推偷盗书》１卷

《京氏征伐军候》８卷 （“《兵

书杂占》１０卷”注曰梁有）

《京氏释五星灾异传》１卷
《京氏日占图》３卷
《晋灾祥》１卷

《京氏段嘉》

１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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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古书中所见题名京房或京氏的书还有 《汉书》、 《后汉书》、 《续汉志》注、 《开元占
经》、《太平御览》以及宋代李季所撰 《乾象通鉴》所引的 《京房别对灾异》、 《京房五星占》、
《京氏外传》等。这些书与 《隋志》、《唐志》著录的题名京房的著作，现在都已经不存。清人王保
训的辑录 《京氏易》８卷，内容重叠杂沓，大量文句重复收入 《易占》、《易传》等数种书中，难
以凭据。这固然是由于 《开元占经》、《太平御览》诸书引用所据传本不同，题名亦不严格统一，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隋唐以后，题名京房之书错乱重出，缺乏整理和鉴别。如 《隋志》、《唐志》

著录各书，除 《周易章句》、《周易错》 （或名 《周易错卦》）在经部外，均在子部 “五行类”或
“兵类”。这些书中，《周易章句》应即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 《易》传 《孟氏京房》，《周易
占》或 《周易妖占》应是见于汉代京氏 《易》学者引用的 “ 辞”，也许与京房有关 （详下），其
他各书则看不出由 《汉志》著录的京房著作分化演变而成的迹象。可以说，这些书大部分出于
后人依托，与京房乃至京房弟子都没有直接关系，不能作为研究京房灾异论说的依据。

除上述著录和辑佚外，现存还有 《京氏易传》一书，凡３卷，题 “汉东郡京房著”。① 此书
是清代以来重视京房的 《易》学研究者最为倚重的资料。但它不见于唐以前著录，晁说之 《记
京房易传后》云于宋神宗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得之，② 此后南宋 《中兴馆阁书目》、③ 《郡斋读书
志》、《直斋书录解题》乃有著录，或题３卷，或题４卷。④ 此书与之前著录的京房著述无法对
应，找不到传承分合的线索，晁说之疑即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和 《新唐书·

艺文志》中所著录之 《错卦》，但卷数不合，且无实据，不足凭信。因此，今本 《京氏易传》是
否传自京房极有疑问，加之它的内容也无涉灾异论说，故本文不列入讨论范围。

鉴于上述原因，研究京房的灾异论说，可靠办法还是根据 《汉书·五行志》、 《京房传》的
资料，并参考 《汉书》、《后汉书》中可以确知为两汉时人引述的京房 《易》说。如此虽不能保
证没有遗漏，却可以排除伪材料的干扰，更接近京房灾异论说的本来面目。本文对京房的研究，

就从两 《汉书》中的相关资料入手。
《汉书·京房传》载，京房得宠之后，劝说汉元帝推行他所设计的考功法。宦官石显、尚书

令五鹿充宗反对京房，为使他离开元帝身边以便陷害，建言出京房为郡守，实验其法。京房不
愿远离元帝的保护伞，拜太守后，心中忧惧。他在离开长安前后，连上三道封事，称说灾异，

希望元帝明察小人的阴谋，召回自己。这三道封事是京房解说灾异的具体实例，也是了解京房
灾异论的第一手资料。

对这三道封事的内容，钱大昕在 《廿二史考异》中有零星考证，日人武田时昌 《京房的灾
异思想》一文中的分析，主要依据钱说。今人卢央在 《京房评传》中解说最为详细。⑤ 三位学者
都用卦气说解析封事的内容，基本掌握了京房说灾异的数术逻辑，但对封事所指日期等一些具
体内容的理解仍各有偏差。在此有必要全文录出这三道封事，重新加以讨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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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京氏易传》有明代程荣所辑的 《汉魏丛书》本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影印明新安程氏刊本）。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１８ 《记京房易传后》， 《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影印抄
本，第３—７页。

王应麟：《玉海》卷３５ “汉京房易传易占分卦直日法”条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
店，１９８８年影印清浙江书局刊本，第６７１页下。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４卷，题 《京房易传》（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１，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２页）。《直斋书录解题》著录３卷，亦题 《京房易传》，又有 《积筭杂占条例》１
卷，合为４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页）。

卢央：《京房评传》，第６６—７９页。

这三道封事见 《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第３１６４—３１６６页。



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
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
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
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
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
曰：“臣前以六月中言 《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
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 ‘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
出，道人当遂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
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
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
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

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
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
大 （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

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
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
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
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房去月
余，竟征下狱。

京房上第一道封事的时间，钱大昕认为在建昭二年三月朔日， 《汉书》 “二月”当作 “三
月”，武田时昌同意钱氏的校改。① 他们认为这道封事中的辛酉、己卯、庚辰、辛巳分别是建昭
二年正月廿八日和二月之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卢央的意见与此不同。他没有改字求解，

而将封事中的这四个干支纪日越前一个甲子周期 （６０天），分别指为建昭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十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钱大昕的校改没有版本依据，属于理校。他改字的原因，是将 “上封事”三字连上读，以
为 《汉书》“建昭二年二月朔”是京房 “拜上封事”的时间，而据 《汉书》注引张晏说，封事涉
及二月以后的气象，与上封事在二月朔日的记载相矛盾。②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钱大昕冒险改
字。卢央对 《汉书》此句的读法与钱大昕一致，解决矛盾的办法则相反，即改变对封事内容所
涉日期的理解。根据卢央的理解，京房封事所述事件的发生时间早在上封事前４０多天，间隔过
长。这与理校改字一样，都不是最合理的解读。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句在 “上封事”前点断，将 “建昭二年二月朔拜”理解为拜魏郡
太守，“上封事”则是京房拜郡守后的反应。③ 笔者认为，这个读法解决了钱大昕、卢央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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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８ “京房传”条，第１６１页；武田时昌： 《京房の!異思想》， 《纬学研究论
丛》， 第６９页。
《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句注引张晏曰：“《晋》卦、《解》卦也。
‘太阳侵色’，谓 《大壮》。”（第３１６４页）钱大昕曰：“《晋》、《解》、《大壮》皆二月卦，则房上封事必
在二月后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８，第１６１页）
《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第３１６４页。



矛盾，较为合理。东汉荀悦撰 《汉纪》，将 《汉书》中的这句话改编为 “房既拜，上封事曰”①

云云，对原文的理解与我们一致。根据这一理解，京房于建昭二年二月朔日拜魏郡太守，此应

是册书下发之日。封事中称 “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案是月甲子朔，己卯即二月十六日，当是
实际授官的时间。据此，第一道封事上奏应在二月十八日辛巳后不久，内容是拜太守册书下发

至实际授官这段时间前后的天气变化与 《易》卦的关系。

京房先说，从辛酉 （正月廿八日）开始，蒙气渐衰。 “蒙气”是京房灾异说经常用到的概
念。《易纬稽览图》卷上云： “侵消息者，或阴专政，或阴侵阳，侵之比先蒙。”② 亦即言 “蒙”

是 “阴侵阳”最初的表现。京房对蒙气的理解应大体同此。③ 他称，见蒙气去而阳气盛，以为主

上 （阳）已经有正确的决断。然后话锋一转，指出了问题。上一年建昭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冬至，

按照卦气说，从是日起，《中孚》卦值日用事，经六日七分，至十一月廿七日起 《复》卦用事。

接下来先后历 《屯》、《谦》、《睽》、《升》、《临》、《小过》、《蒙》、《益》、《渐》卦，而后 《泰》

卦于一月廿八日子夜始用事。之后，《需》、《随》、《晋》卦相继用事，至二月二十四日晨为止。

从 《渐》至 《晋》的一月间，《泰》为正卦，亦即消息卦。封事从辛酉即一月廿八日起述，就是

因为 《泰》卦从这一天开始值日用事。
《泰》是一年中第一个息卦，或曰太阳卦。《易纬稽览图》卷上郑玄注解释 “卦气说”云：

太阴谓消也，从 《否》卦至 《临》为太阴。杂卦九三为少阳之效，杂卦九三行于太阴

之中，效微温一辰，其余皆当随太阴为寒。其阴效也尽日，为杂卦六三行于太阴中，尽六
日七分也。太阳谓息也，从 《泰》卦至 《遯》为太阳。杂卦六三行于太阳之日中，效微寒

一辰，其余皆当随太阳为温效，尽六日七分也。④

十二正卦中，从 《否》至 《临》，第三爻为阴，主秋冬，是太阴卦。每个正卦所属的杂卦，凡第
三爻为阳者是少阳卦。太阴卦所主的月份中，气候的总趋势是不断变得寒冷，但在少阳卦所值

日中应有一辰略微回温。同理，从 《泰》至 《遯》的六个正卦，第三爻均为阳，主春夏，是太

阳卦。其所主之月气候变暖，而第三爻为阴的少阴卦所值日中当有一辰微微转寒。根据日常经
验，在暑往寒来、寒往暑来的交替中，寒暑偶尔反复是正常现象。“卦气说”考虑到这一点，故

安排了少阴、少阳卦在总趋势下的小变化。郑注所描述的是 “卦气说”所认为的常态。如果与
正卦所主趋势相反的变化过于剧烈或者持续时间过长，超出正常范围，就成为灾异。京房封事

中所谓 “少阴倍力而乘消息”，就是说阴气奋力企图凌驾于正卦 《泰》之太阳。二月十二日凌晨

起，《随》、《晋》相继用事，二卦俱为少阴。时拜太守诏未达，京房已知有人向元帝进谗言，因
此曾守候外戚阳平侯王凤，想见他说明情况，转达于元帝，然而最终没有见到。至十六日己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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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荀悦：《汉纪》卷２３ 《孝元皇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３９９页。
《易纬稽览图》卷上，第７页ａ，影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３
册，第８４３页下。

朱伯崑认为，《易纬》是孟京 《易》学的发展，同京房 《易》学相比，特点是更为 “神学化”和 “理论
化”（参见氏著：《易学哲学史 （上）》第３章第２节 《〈易纬〉和象数之学》，第１５２—１５５页）。钟肇鹏
也举出八条论证，认为 “《易纬》为孟京 《易》学一派，无容置疑”，并称 “孟京 《易》学虽早已亡佚，

幸赖 《易纬》还保存其遗说”（参见氏著：《谶纬论略》第５章第３节 《孟京 〈易〉学与 〈易纬〉》，沈
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８—１３４页）。这样的观点，大致能够代表学界共识。由于缺少直
接材料，我们研究京房灾异说时，不得不较多地参考 《易纬》中的相关说法。如果剔除其中 “神学化”

的成分，大约不至与京房之说相去太远。
《易纬稽览图》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５３册，第８４３页上。“为杂卦六三行于太阴中”，“三”上
原衍 “十”字；“太阳谓息也”，“息”上原有 “消”字，据上文 “太阴谓消也”知是衍文，今一并删去。



京房不得不接受太守之职。随后，十八日辛巳，蒙气果然复起乘太阳卦，日为之侵色。是日清

晨，《晋》卦始用事。五等卦中 《晋》是卿卦，故京房云 “此上大夫覆阳”，上大夫即谓 《晋》

卦。① 汉制，太守遣吏上计，不得亲自离开守郡至长安奏事，京房为了保持和元帝的直接联系，

请求 “岁竟乘传奏事”，元帝破例许之。但石显等隔绝君臣的意图十分明显，所以京房根据蒙气

起、阴覆阳的时间，占测己卯、庚辰即十六、十七日之间，必定有人 “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

奏事”。果然，京房尚未出发，元帝就令王凤承制诏房，不再允许他乘传奏事。以上是京房第一

道封事灾异说的原委。通过分析，大致可以了解以卦气说灾变，即 《汉书·京房传》所谓 “分

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的逻辑和方法。

第二道封事的灾异说涉及卦气以外的问题，稍后详论，此处仅略说其中与卦气说有关的一

句。封事提到京房 “前以六月中言 《遯》卦不效”。 《遯》卦即六月的正卦，所谓 “《遯》卦不

效”，就是实际气象的阴阳消长与 《遯》卦卦象不合。这当然也是用了卦气说。

第三道封事大约上于三月初，京房已离开长安，行至陕县。丙戌是二月廿三日，② 自廿四日

丁亥上午起，《解》卦始用事，进入 《大壮》所主之月。《大壮》是太阳卦，《解》是少阴卦。京

房说，蒙气刚消散不久，就因为少阴并力而于廿五日戊子午后迅速复起。这里的 “少阴”既是

卦气，又指元帝身边的大臣。随后，己丑 （廿六日）还风，说明元帝本将有善令，却最终收

回。③ 辛卯 （廿七日）太阳侵色，癸巳 （三月朔日）日月相薄，都是邪阴侵阳。阴阳二气消长，

也反映出元帝在内心主见与近臣谗言之间犹豫。此处所用卦气之说，可与第一道封事相印证。

上面我们分析的灾异说，均通过观测气象 （“风雨寒温”）变化推测阴阳二气的消长，然后

比较其与当值卦气正常状态之间的差异，用以推说人事中阴阳二要素的盛衰转变，进而占测或

评论人事。这种灾异说的前提是天人以类相感，理论工具是阴阳数术卦气之学，方法并不复杂。

不过，在第二道封事中，还出现了我们尚未谈到的要素，其云：“臣前以六月中言 《遯》卦

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这里除了用卦气说引出 《遯》

卦外，重点是在预测七月的水灾，预测的依据是 “法曰”。所谓 “法曰”其实是京房 《易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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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太阳侵色”下注引张晏曰：“《晋》卦、《解》卦也。‘太阳侵色’，谓 《大壮》。”
（第３１６４页）案 《解》卦二月廿四日上午方用事，辛巳为十八日，未及 《解》卦用事。 “太阳侵色”，
《汉书补注》引刘攽说谓 “太阳指日”（《汉书补注》卷７５ 《京房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影印清光绪虚受堂刊本，第１３７５页上），甚是。若以言卦，亦当为 《泰》，非 《大壮》。张晏说误。

钱大昕认为此丙戌为四月廿四日，比我们所推晚了一个甲子周期 （６０天），说见 《廿二史考异》卷８，

第１６１页。武田时昌亦用钱说。钱氏这样推断的原因是，他认为京房的第一道封事上于三月朔日，上
第三道封事时已离开长安赴任，当然应述三月以后事。实则不然。从 《汉书》的记载可见，从京房拜
郡守到出发赴任，历时不长。京房第一道封事称 “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
者”，《汉书》接着说：“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
上封事。”可以推测，元帝听信谗言取消京房乘传奏事的特权大约就是二月十七、十八日间的事。京房
在长安接到诏令，却未及在出发前作出反应，行至新丰才通过邮传上封事，可见出发极为匆促，应就
在二月廿日前后。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距离汉长安城约３０公里，只有一天的路程。京房上第三
道封事所在的陕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距长安约２６０公里。京房出发后行至此处，也仅需１０天左右。

据此推测，第三道封事的撰写时间约在三月初，其内容也不可能涉及四月以后。卢央认为第三道封事
上奏时间 “不是三月初一就是三月初二”，对其中几个干支所指日期的推断也与笔者一致。他解说这道
封事较为详细，可参见 《京房评传》第７４—７９页，本文从略。
《易纬稽览图》卷上：“还风者，善令还也。”（第５页ｂ）《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注引孟康释 “还风”，

亦曰 “正令还也”。（第３１６６页）



文。《汉书·五行志》引京房 《易传》曰： “道人始去兹谓伤，其寒，物无霜而死，涌水出。”①

不难看出，京房封事之 “法曰”就是 《易传》此文的节引。“京房 《易传》”书名不见于 《汉书·艺
文志》，实则 “易传”是泛称解 《易经》之传，《汉志》中的 《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都
属 《易传》。② 京房 《易传》的可靠资料，主要见于 《汉书·五行志》的征引，其中几乎见不到
卦气说的迹象。那么，京房是怎样在 《易传》与卦气说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呢？京房的这道封事，

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

按照卦气说，六月正卦为 《遯》。 《遯》卦有退避之意，李鼎祚 《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
“小人道长，避之乃通，故遯而通。”③ 可见 《遯》卦讲的是君子退避。京房 《易传》 “道人始
去”，“道人”即有道之人、道术之士，也就是君子。“去”就是退避，亦即 “遯”。《易传》“道
人始去”意思与 《遯》卦相应，故京房说 《遯》卦不效，要引 《易传》以为法。在这个例子中，

卦气说首先根据时令找到当时所主之卦，然后借由此卦联系有关的 《易》传之文解说灾异。这
是与第一、第三道封事中所见不同的另一种说灾异的方法。

这种说灾异之法，利用了京房 《易传》与 《易》卦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偶然，而是
大量存在的。兹取 《汉书·五行志》引京房 《易传》为例以明之：

《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④

“崩来无咎”是 《复》卦卦辞。⑤ 京房 《易传》“自上下者为崩”，即是解释卦辞。“厥应”云云，

亦与卦辞相联系。除卦辞外，京房 《易传》中还有不少条目是关于爻辞的，比如：
“震遂泥”，厥咎国多麋。
“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
“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世主虏。
“干父之蛊，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见先人之非。不则为

私，厥妖人死复生。
“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
“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妇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⑥

“震遂泥”是 《震》卦九四爻辞，“小人剥庐”是 《剥》卦上九爻辞，“丰其屋”是 《丰》卦上六
爻辞，“干父之蛊”云云是 《蛊》卦初六爻辞，“睽孤，见豕负涂”是 《睽》卦上九爻辞，“妇贞
厉”云云是 《小畜》上九爻辞。如果这些还不能说明京房 《易传》性质的话，那么，下面这条
将其解经的面貌表现得极为清晰。

经称 “观其生”，言大臣之义，当观贤人，知其性行，推而贡之。否则为闻善不与，兹
谓不知，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经曰 “良马逐”。逐，进也，言大臣得贤者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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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４２２页。

从 《汉志》的文例看，“易家”前文 “《易》传 《周氏》二篇”，此 “易传”二字便统摄以下诸书，京房
书二种亦属之。姚振宗 《汉书艺文志条理》 “孟氏京房”条云，自 《古五子》至此八家 “皆有 ‘《易》

传’之名，乃 ‘《易》传’之别派，亦统属上文 ‘易传’二字。” （参见 《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

１５３７页中）其说是也。“易传”统摄下文之说，又见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通释》，第１７９页。关于 《汉
志》于家下列子目之例，参见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释例》，《广校雠略》附录三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５ 《下经第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２６页。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４００页。

今本 “崩”作 “朋”。

分见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３９６、１４５５、１４７１、１４７３、１４７３、１５０６页。



显进其人。否则为下相攘善，兹谓盗明，厥咎亦不嗣，至于身僇家绝。①

“观其生”是 《观》卦上九爻辞，“良马逐”是 《大畜》九三爻辞，京房 《易传》称 “经称”、“经
曰”，表示以下解说都是阐发经文之义。所谓 “黄”、“盗明”皆日象，是数术日占术语。京房将数

术的象、占与 《易》经文联系起来，使之成为 《易》学的一部分，同时被赋予人事上的价值取
向。在这一条 《易传》中，两个 “否则”指出违背经文意指则将有灾咎。前引诸条中，释 《蛊》

卦爻辞的一条与此类似，其余各条卦爻辞都是负面的或者凶兆，故而成为灾异的原因和应验，

而 “妇贞厉”条本身即被解释为一条完整的灾异占验。不难看出，京房 《易传》通过解说 《易》

经的形式，将灾异占验与 《易》经文相联系，使占验成为解经之辞，获得义理和权威。

当然，京房 《易传》不是章句，从佚文中看不出逐条解释卦爻辞的迹象。它的形式，目前

还不能十分确定，只能由现存的文句略作推测。上引最后一条，“观其生”和 “良马逐”不属一
卦，却合而论之，原因是反其道行之都有 “不嗣”的灾咎。可见京房 《易传》大约是以灾异为
纲，对经文断章取义，以证灾异，或证之以灾异。

京房 《易传》以灾异为纲的体例，有不少例证。比如 《汉书·五行志上》引 “颛事有知”

一条均言水灾；《五行志中之上》引 “欲德不用兹谓张”条俱说旱灾；《中之下》引 “禄不遂行

兹谓欺”条说奥，“兴兵妄诛”条说霜；《下之上》引 “潜龙勿用”条说风，“臣安禄兹谓贪”条
说虫，“臣事虽正”条说震，“有蜺蒙雾”条说蜺、蒙、雾；《下之下》引 “亡师兹谓不御”条说
日食。② 这些都是根据灾异之象，以类相从，体例接近于后世 《乙巳占》、《开元占经》等数术占

验书，与马王堆出土天文书也有类似之处。③ 据此不难判断，京房 《易传》应与 《汉书·艺文
志》中著录的天文书和 《祯祥变怪》一类数术书有密切的学术承袭关系。事实上，《汉书·五行
志》所引京房 《易传》，大部分看不出与 《易》经有直接联系，不知道是因为引用时略去了称说
《易》文的句子，还是原本如此。它们与称说经文的部分属于同一书，还是分属 《灾异孟氏京
房》和 《孟氏京房》，现在也只能停留于猜测。总之，京房 《易传》确有不少解 《易》的句子，

但从总体上看，倒不如说是在灾异数术占验书的基础上引入 《易》经改造而成。它的分类系统

和术语体系仍承自数术传统。

京房的 《易》阴阳灾异论与 《洪范五行传》一样，通过运用数术逻辑，建立起灾异的分

类和解说体系。武田时昌认为，京房用客观法则取代人的主观臆断，具有从随意解说向数术
理论升华的 “科学化志向”。④ 在笔者看来，京房是否有此主观意志尚无确证，但他的灾异论与
董仲舒相比表现出学理化特点，而这种学理化确实与较为浓厚的数术占验色彩有关。

关于京房 《易传》的数术色彩，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是经、传、“ 辞”组成的
三层结构。《汉书·谷永传》载谷永云：

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 《易》

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亡。”《 辞》曰：
“关动牡飞，辟为无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⑤

其中 《易》曰云云是 《屯》卦九五爻辞，传曰云云是京房 《易传》之文，而所谓 《 辞》，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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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引京房 《易传》，第１４５０页。

分见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３４２、１３８６、１４０６、１４２７、１４４３、１４４６、１４５２、１４６０、１４７９页。

马王堆出土天文书，参见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武田时昌： 《京房の!異思想》， 《纬研究论丛》， 第８３页。
《汉书》卷８５ 《谷永传》，第３４７０页。



古注曰：“《易 占》之辞也。 即妖字耳。”① 颜注所指 《易 占》，即 《隋书·经籍志》子部五

行类著录的 《周易占》１２卷或 《周易妖占》１３卷，② 颜师古当能亲见其书，他的说法是可信的。

在谷永的论述中，“传”无疑是阐释 《易》经的，那么，《 辞》与 “传”的关系又如何呢？

《谷永传》所引京房 《易传》有脱文，据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引，知 “厥咎亡”当作
“厥咎牡亡”。《 辞》中的 “关动牡飞”无疑就是对 《易传》此句的解释。可见，《易》经、传、

《 辞》在此构成了三个层级的解释关系。其中 《 辞》部分，后来又称 “占”或 “妖占”，在
《隋志》中归入子部五行类，具有明显的数术占验性质。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三个层

级并存的关系是否贯彻于京房 《易》灾异学中，以及传、《 辞》（《易妖占》）是否能分别对应于
《汉志》之 《孟氏京房》和 《灾异孟氏京房》。但可以推测，京房 《易传》不同于一般讲义理的
“传”，它还包含或附带着数术占验的成分。

另一个现象是京房 《易传》有时也被称为 《易占》。《汉书·五行志下之下》云：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 《易占》对曰：“元年九月日蚀，酒亡节

之所致也。”③

《续汉书·五行志六》刘昭注：

谷永上书： “饮酒无节，君臣不别，奸邪欲起。 《传》曰： ‘酒无节，兹谓荒，厥异日

蚀，厥咎亡。’”④

刘昭此注引谷永上书当别有所据，但其事很可能即在永始元年九月，与 《汉书·五行志下之下》

所述为一事。然则 《汉书》所谓 《易占》，谷永又称之为 “传”。这条传文还见于 《汉书·五行

志下之下》，引作 “酒亡节兹谓荒，厥蚀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发雾而寒”，⑤ 与刘昭注中谷

永所称引的是同一条。无独有偶，《汉书·五行志下之下》云：“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

之。谷永以京房 《易占》对曰：‘今年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他所依据的
《易占》，也正是同卷前面引到的京房 《易传》“赋不得兹谓竭，厥食星随而下”之语。当然，京

房 《易传》与 《易占》是同指异名，还是分而言之有 “传”、 “占”之别，合而言之则俱可称为
“传”，仅凭上述两事尚无法定论。但京房 《易传》的数术占验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京房 《易》阴阳灾异论与数术关系密切，使得京房 《易传》在语言形式上与占验书极为相

似，并具有灾异预言和预言灾异的功能。分析 《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 《易传》，可知这些佚

文论说灾异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本文前面所引的 《易传》都属第一类，先言人事之

失，然后以厥灾如何、厥异如何、厥妖如何、厥咎如何的形式描述人事导致的灾异。这一类传

文，语序与一般先象后事的占卜相反，而在概括性和用于演绎的特点上同于占辞，笔者称之为
“反语序占辞”。第二类则与一般数术占验相同，先说灾异现象，后言人事。试举几例：

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夏雨雪，戒臣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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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汉书》卷８５ 《谷永传》注，第３４７１页。

参见 《隋书》卷２９ 《经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０３１页。按 《隋志》著录 《周易占》

１２卷，京房撰，其下小注云 “梁有 《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实则两者为一书。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５０５页。
《续汉书志》卷１８ 《五行六》，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３６９页。点校本原标点未将
《传》曰云云包括在京房上书内，而以为是刘昭所引。这样理解，不符合刘昭注的体例和南朝人称引经
传的习惯，是错误的，今重新标点。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４８０页。



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疎。

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①

这类是少数，但也不容忽视。用我们的术语说，第一类是灾异回溯，第二类是灾异预言。② 此
外，京房还有预言灾异的本领。《汉书·京房传》云：“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
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③ 这是说，

永光至建昭初年的几次灾异，京房都提前预言，并且料中。那么，预言灾异与灾异预言和灾异
回溯之间的关系怎样，三者如何构成灾异论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反映出京房怎样的立场与追
求？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三、京房灾异论的立场与追求

灾异预言，即通过灾异预言人事，是灾异论说数术传统的一般模式。预言灾异则是根据某
种迹象预测灾异的发生，乃至发生的时间、地点。京房之前，汉武帝时夏侯始昌就预言过灾异。

他根据 “大风发其屋”预言火灾，应是使用风角数术。京房预言灾异的方法虽不能确知，但应
该也离不开数术。上引京房的第二道封事说：“臣前以六月中言 《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
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通过 《易传》预言水灾，推测的起点仍是卦气说。

预言灾异对预言家的前途大有帮助。《汉书·夏侯始昌传》称 “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
得始昌，甚重之”。④ 夏侯始昌为汉武帝所重，当然是因为他能通五经，但先言柏梁台灾日的事
迹能永载史册，至少说明这在当时对神化他的学术水平有所帮助。至于京房，也正是由于几次
成功预言灾异才崭露头角的。京房于汉元帝初元四年 （前４５）举孝廉，成为众多郎官中的一个，

毫不起眼。⑤ 永光元年 （前４３）四月， “日色青白，无景，正中时有景亡光”，⑥ 二年三月朔日
食，秋七月羌反，四年六月晦又日食。京房数次上书，预测有这样的灾异发生，结果 “所言屡
中，天子说之”。他也由此数被召见，得到在元帝面前陈说主张的机会。 《汉书·儒林传》称其
“以明灾异得幸”，所谓 “明灾异”首先就是预言灾异。

得以面见元帝后，京房却不再预言灾异，而是指出灾异产生的原因，力推他的考功课吏法。
《汉书·京房传》载：

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
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⑦

此后，京房在朝中的主要活动就是与大臣辩论考功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与反对者石显、五鹿
充宗周旋斗争。他被任命为魏郡太守离开长安，以及此后连续上封事论及灾异，都是围绕推行
考功法展开的。可以说，考功法才是京房短暂政治生涯的重心，也是京房从政的意义所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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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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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见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４１２、１４２４、１４３１、１４７２页。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又载：“京房 《易传》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黄，臣弑而不卒之形
也。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第１４８２页）可见京房 《易传》中也有说事应者。不过这样的例子只有
一条，不是京房灾异的主要特征，此处暂时存而不论。
《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第３１６０页。
《汉书》卷７２ 《夏侯始昌传》，第３１５４页。

据 《汉书·京房传》，建昭二年，元帝以京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案汉太守秩二千石，京房仅八百
石说明他当时仍是郎官，出任太守是越次任用，故秩仅同大县令。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５０７页。
《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第３１６０页。



于预言灾异，不过是进身之阶。

京房深通数术，善于预言灾异，也似乎能够通过灾异预测人事。上引第二道封事中，京房
引述的弟子姚平之语说，水灾的预言既已实现，与此相关的 “道人将逐死”自然不言而喻。这
里的 “道人”当然是指京房。数术之士的灾异占测，用于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根据占测结果，

京房应迅速离开是非之地。这是姚平的建议，也是数术的基本信念。京房却不愿意相信。此时，

他与石显、五鹿充宗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但仍希望仰赖元帝的信任推行考功课吏法。可见，

京房的占验技术并非用于保身求福。在他的灾异论中，数术仅是技术层面，是服从于他的政治
信念和政治理想的。京房的老师焦延寿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① 正是因此。

京房的政治理想，不仅反映在考功课吏法上。《易传》中罗列的灾异原因，也表现出鲜明的
儒家价值取向。《汉书·五行志》引京房 《易传》曰：

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

逆亲亲，厥妖白黑乌群斗于国。

尊卑不别，厥妖女生赤毛。

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动，若有音。

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

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②

严夫妇之道，奉亲亲之义，反映出儒家的伦理思想；尊卑有别，务本修政，使民有时，均为儒
家的基本政治主张；诸侯力政，也是儒家对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形势的批判性描述，表达出尊王
理念。前文引过，京房 《易传》云：“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
谓阴胜，厥咎亡。”女变男、男变女两种同类而相反的灾异，被京房用不同的逻辑推导出相同的
性质：阴盛。用 “阴盛”理解灾异，暗示了作者 “阳尊阴卑”的思想，不同于数术，而近于董
仲舒以来的儒家阴阳观念。③ 此外，儒家色彩还在京房 《易传》关于鼠妖的一系列传文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

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

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④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载：“董仲舒以为鼷鼠食郊牛，皆养牲不谨也。”⑤ 京房 “祭天不慎”云
云，明显受到董仲舒的影响。敬慎祭祀，父父子子，是 《论语》中就明白表达的思想；原情定
罪，则是汉代儒家特别是春秋公羊家的重要理念。

京房的此类论说，显示出他深厚的儒学背景。可以说，京房 《易》学虽重于阴阳数术，但
其伦理和政治主张基本上属于儒家。他通过预言灾异获取元帝的重视，通过灾异预言增强灾异
说的威慑力，又通过这些先人事后灾异的反语序占辞，回溯导致灾异的原因，以此表达政治主
张，推动政治理想的实现。这样的灾异论，可算是 “儒学为体，数术为用”。

尽管时代背景和具体主张有所差异，但在借助数术实现儒家政治理想这点上，京房与董仲
舒十分接近。《汉书·京房传》记录了京房与汉元帝之间的一段对话，其中京房说道：“《春秋》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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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７５ 《京房传》，第３１６０页。

分见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３９８、１４１５、１４２０、１４２９、１４３７、１４４７页。

关于董仲舒的阳尊阴卑观念，参见陈侃理：《董仲舒的 〈春秋〉灾异论》，《文史》２０１０年第２辑。

分见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３７２、１３７３、１３７４页。
《汉书》卷２７ 《五行志》，第１３７２页。



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
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 《春
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① 京房采用历史性的类比论证，以 《春秋》灾异
喻当世治乱，立场与董仲舒、刘向何其相似。②

日本学者多强调京房 《易》阴阳灾异论的数术属性。日原利国认为 《易》阴阳之学促使灾
异论 “预言化”，导致灾异论的堕落。③ 武田时昌同意此说，并将京房灾异论视为灾异论向谶纬
转变过程中的一环。④ 这样的观点，至少不符合京房的本意。⑤ 在笔者看来，京房灾异论的追求
恰恰在于以儒家之 “道”改造和发展之前已产生的 《易》阴阳灾异论，借以实现政治理想。

四、结　　论

本文研究京房灾异论的学术背景，认为它所依据的卦气说属于 《易》阴阳之学的一种，是
阴阳消长以成岁观念与 《易》学结合的产物，学术渊源十分深远。根据 《易》阴阳说灾变的具
体方法，在京房之前已经发明并流行于民间。京房灾异论在数术方面，并非独创。通过分析
《汉书·京房传》所载的三道封事，可以了解以卦气说灾异的基本方法。联系 《汉书·五行志》

引述的京房 《易传》，还可以探知他是如何将数术占验之学与 《易》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使
他的灾异论具有较为明确的规则和方法，比董仲舒更为学理化。京房灾异论虽然具有浓厚的数
术占验色彩和一定的学理化特征，但他的灾异预言和预言灾异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
理想。京房 《易传》的内容也表现出鲜明的儒家价值取向。因此，笔者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
“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
和追求。然而，京房 《易》学的流行，主要不是因为其背后的儒学理念。西汉元、成以后，汉
朝由盛转衰，统治危机逐渐暴露，说灾异突然变得十分时髦。京房 《易》成为显学，得益于说
灾异者蜂起的新形势。

附识：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作者陈侃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责任编辑：宋　超　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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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开创历史性的类比论证，成为儒家灾异论的基本模式，参见陈侃理： 《董仲舒的 〈春秋〉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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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大多主张，谶纬灾异论是预言式的，与董仲舒抑制预言性的灾异天谴论相对立。从董仲舒到
谶纬，是灾异论堕落的过程。笔者认为，灾异论的预言性并非始于谶纬，董仲舒到谶纬之间也不存在
从灾异天谴论到灾异预言论的转变过程。（参见陈侃理：《谶纬与灾异论》，北京大学 《儒藏》编纂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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